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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清廉感知如何影响其制度性
政治参与行为: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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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决策科学化、社会现代化的有效途

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有序政治参与即

制度化政治参与。 在此背景下,探究影响人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清廉感知水平作为人民对政府作风形象的直接评

价、政府信任程度作为政府公信力的体现与人民政治生活的心理基础,均可能对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

产生影响。 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试图探究清廉

感知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在影响机制,具体包括: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作用路径;政府信任是否是路

径中的一环;人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在路径中发挥有差异性的作用。 通过运用

SPSS 及 Process 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清廉感知水平正向影响人民

政治参与行为;(2)清廉感知水平正向影响政府信任水平;(3)政府信任水平正向影响人民政治参与行

为;(4)政府信任水平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5)我国存在差序政府信任,自
地方到中央,人民的信任水平依次升高;(6)在政府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央政府信

任。 据此,本研究进一步从拓宽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增进公众了解、宣扬反腐成效、加强政府形象塑造

几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完善参与的各个链条,进而提升公民对于反腐倡廉的实感,
拉近政民距离,促进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进而推进我国新时代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 本研究从反腐与民

主的两大宏观议题着手,从微观个体层面探究清廉感知、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在学理上,是一种

新尝试,丰富了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视角,完善了其路径建构;在实践上,是一个新的落脚点,为切合

实际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化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启示性建议;在现实意义上,对反腐与民主的宏观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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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逻辑构建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两者共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当

家作主。
关键词:清廉感知;政府信任;以人民为中心;制度性政治参与;差序政府信任;计划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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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政治参与作为我国政治建设的一大重要议题,在当今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1] 。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是强

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要“把

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2] 。 有序政治参与,即制度化政

治参与,是指人民通过各类符合法律规定与政策规定的方式参加公共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

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3] 。 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更彰显出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

优势。
近年来,通过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机制等途径,我国在宏观层面对于促进制度化政治

参与进行不懈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让人民积极主动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除了要自上而下

进行机制完善以外,同样应关注在微观层面影响人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主观感受与认知评价是微

观的政治心理层面值得考量的因素,对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有着重要影响。 而清廉感知作为人民

对于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清廉水平进行的主观性评价,反映了人民对于政府腐败与否的心理感受。
腐败的政府形象会破坏政府系统的公信力,侵蚀人民对于国家系统的信任和期许。 反过来,反腐倡

廉不仅在实质上能保证“人民政权为人民”这一初衷,更在人民的心理感受上通过提升清廉感知拉

近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距离,以此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和可信度,进而成为促进人

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础。 因此,如何把握现阶段人民的清廉感知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现状

与水平,探究清廉感知的具体作用路径,进而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进程,成为在个体层面上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依托“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样本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对当前我国的公民清廉感知、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的现

状水平与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探索。 从个体对于环境产生的感知出发,研究个体的心理途径及试图

作用于环境的行为倾向,拓宽了政治参与的研究领域,补充了对于政治参与的路径构建,是一种在

学理上的新尝试,为政治参与的有关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计划行为理论(TPB)强调个人行为是一种有预谋行为,而非无意识的冲动行为,行为意向是由

知觉行为控制所决定的,说明个人的行动既受其心理感知评价的影响,又受其意识评估的影响[4] 。
从心理行为学角度看,人们的心理感知和个人的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是由行为意向所直

接影响的,而行为意向来源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是行为信念和规范信念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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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个体感知到环境对行为控制的程度能够充分预测行为意向。 人们对外界现象及事物的印象

会转化为个体心理活动,改变个体对于外界的评估,影响其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进而作用于

其行为意向并产生实际行为。 也就是说,人民的清廉感知水平能够成为一种“经验”,关联其对参与

政治的行为积极性与对可能面临阻碍的预期,进而影响其实际是否做出政治参与行为。 这一理论

为本文的研究方向与主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支持,使得本研究能够在理论框架下被理解,并基于主

观评价的清廉感知与政府信任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作用路径展开分析。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等内容

进行了相对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一)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

许多学者认为,贪腐行为会削弱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热情,妨碍民主进程。 例如,Man
 

Chojin 等

通过对韩国国民议会选举投票结果的分析发现,人民对于政府腐败行为的负面认知,将会对人民的

政治参与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5] 。 关于腐败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探讨,并指

出两者之间既有直接的联系,也有间接的联系,更有线性联系和非线性联系。 根据 Treisman
 

D. 的跨

国数据调查结果,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6] 。 Sandholtz
 

W. 和 Koetzle
 

W.
的研究表明,越是薄弱的“民主制度”越容易导致腐败[7] 。 Montinola

 

G.
 

R. 和 Jackman
 

R.
 

W. 对不同

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民主与腐败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

看,民主与腐败之间存在着一种倒 U 型的关系[8] 。 李辉以亚非拉美等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民主化水平愈高,人民的腐败感知越高;另一方面,民主对个人的主观经济状况以及对腐败感知

有调节作用[9] 。 事实上,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投票民主”,难以触及人民民

主的本质属性。
上述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剖析清廉和国家民主程度的关系,但相较之下,落到微观层面,直

接研究个体的清廉感知对于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的有关研究相对较少。 清廉感知的降低可能

导致人民丧失参与积极性、破坏民主、造成社会不公等消极影响[10] 。 一项反腐败调查研究发现,人
民的腐败感知会通过影响腐败容忍度间接作用于参与意愿[11] 。 欧洲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政

府官员的腐败感知与其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性关系[12] 。 官员的腐败感知会对投票选举参

与产生负面作用[13] 。 其余的大部分研究多以农村为背景,以探讨清廉感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

中国乡村地区,村民对政府官员的腐败感知和政治满意度影响其选举参与,“村官”腐败现象严重影

响了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是导致村民参政不积极的重要因素[14] 。 腐败感知大大降低了政府满意

度,并且使村民不愿参加选举。 此外,政府满意度对腐败感知与村民选举参与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15] 。 当村民的整体腐败感知程度较高时,其政治参与意愿较低,其中对村委会的腐败感知则会对

其政治参与意愿产生较大的作用。 另外,透明度作为影响人民清廉感知的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
政治选举信息越透明,人民实际参加选举的概率就越大[16] 。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人民清廉感知正向影响其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清廉感知越高,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H1)。
(二)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

研究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与其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孙昕认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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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对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信任水平是农户能否参加村委选举的关键[17] ,农民对乡镇党委和政府

的高信任水平,会使其更倾向于参加村委选举[18] 。 政府信任对政治参与、投票行为、政府满意度以

及政策创新具有重要影响[19] 。 政治信任显著提升了人民响应政府号召的积极性,也让人民主动参

与各类政治生活[20] ,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的作用。 换言之,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人民就越愿意参

加投票。 易承志的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村、居委会的选举参与程度,可以通过提升政府信任度来实

现[21] ;段雪辉通过分析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关数据,证明政府信任是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一大重要

影响因素[22] 。 以上诸多研究证实了政府信任能够有效预测并显著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政府信任

对促进制度性政治参与有积极的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公民的政府信任程度正向影响其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制度性参与可能性

越大(H2)。
(三)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公共民主参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政府长期积累的

良好形象与良好经历,人民会对其产生较高的信任程度。 在多个国家进行的调研发现,腐败是对政

府信任的天然威胁,其直接后果是破坏政府形象、弱化政府权威、降低政府公信力,甚至进一步引发

人民的冲突倾向[23] 。 以亚洲样本调查发现,腐败感知可以明显地减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24] 。 在日

本、韩国,腐败感知明显增强了人民对政府工作的不信任度,并使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25] ;
Villoria 等以西班牙的数据为基础,认为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会对公共部门的社会信用产生一定的

影响,且腐败感知与政府和制度的公信力成反比[26] 。 倪星认为,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会被贪腐的现

象侵蚀,并降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低清廉感知会大大降低公民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信任水平[27] 。
清廉感知对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起重要作用[13] ,能够通过综合的认知与考量影响政府信任,

并反映在参与的信心与政策成本上[28] ,进而对政治参与意愿产生影响[29] 。 若人民有低水平的清廉

感知,即认为政府是腐败的,便会对政府工作乃至民主体制产生怀疑,进而对其造成负面的心理影

响,并对其政治参与活动有负面效果。 李辉在亚非拉美等国的调查证实,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下,腐
败可以通过社会怀疑感的增加,影响到特定个体政治态度,并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猜疑的气氛,从而

导致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心,对其执政能力提出质疑,导致民主体制下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从而导

致人们从政治活动中抽身而退[9] 。 McManus-Czbinska
 

C 等人对荷兰的选举调查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其对官员的腐败感知密切相关,高腐败感知度拉低了人民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并对民主选举造成负面影响[30] 。 Clausen
 

B 等人研究发现,随着人们心目中政府的腐败程

度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不断下降。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后还发现,当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不断下降时,人们的政治参与会受到负面的影响[31] 。 也就是说,腐败感知通过影响公众对政府的

信任水平,减少了政治参与度。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清廉感知正向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水平越高,整体政府信任程度越高(H3)。
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H4)。
在政府信任方面,不少学者发现我国存在着差序政府信任问题。 李连江的研究表明,多数人认

为中央与地方有显著的区别,并且他们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多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32] 。 于建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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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层级越低,公众对其信任水平越低,央地之间存在显著的信任水平差异[33] 。
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对中央、区县、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题项设置,本研究进一步

在假设 4 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各级政府信任的研究假设:
中央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H4. 1);
区县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H4. 2);
乡镇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H4. 3)。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了解人民的

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保证能够准确覆盖本文所涉及变量的

前提下,本研究选取了 CSS2021 调查数据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 该项目经过科学严格的多阶段混

合抽样,抽取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自治区、直辖市)中的 151 个县(市、区)下属的 604 个村

(居)委会,完成居民问卷量 10
 

268 份。 经过数据清洗,本研究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6
 

356 份。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取自 CSS2021 问卷的 H2a、H3b 与 H5a 题项及所涉及的

跳转题项。 通过对其进行筛选与重新编码后,将所有行为对应的得分加总后进行测量。 具体编码

及赋值过程如下。
H2a 题项为“最近 2 年,您是否参与过下列事情? (多选)”,将各个选项重新编码,选中某选项

则将其编码为“1”,未选中则编码为“0”。 同时,根据过往的研究对于制度性政治参与与非制度性政

治参与的概念予以区分,筛选出“4. 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6. 出席政府部

门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8. 参加所在村居 / 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三个选项为制度性政

治参与,成为本研究因变量的维度之三。
H3b 题项为“在村 / 居委会最近一次选举中,您投票了吗?”;H3b 所涉及的跳转题项有“ H4. 您

是否愿意参加下一次社区居委会 / 村委会选举?”。 为保证调查数据得到充分且合理的利用,笔者将

“H3b:投过票”和“H3b:没投过→H4:愿意参与”这两种情况编码为“1”;将“H3b:没投过→H4:不愿

意参与”编码为“0”;剔除“H3b:没有投票资格”情况所在样本。 H3b、H4 题项编码如图 1 所示。
H5a 题项为“在 2015—2016 年间县 / 县级市 / 区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您投过票吗?”,将“投

过票”编码为“1”,“没投过”编码为“0”,剔除“没有投票资格”,“当时不在此地居住”,“[不记得

了]”三种情况所在样本。
将 H3b 与 H5a 题项所包含的行为经过上述编码过程提炼出后,归为政治参与行为的维度之二,

与 H2a 三个题项一并成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测量维度,共有五项。 将五项得分加和,生成一个取值

在 0~ 5 的新变量,也就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制度化政治参与”。 取值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制度化政

治参与程度越高,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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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3b、H4 题项编码说明

表 1　 因变量:制度化政治参与

制度化政治参与 题项 取值及解释

1. 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 H2a. 4

2. 出席政府部门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 H2a. 6

3. 参加所在村居 / 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 H2a. 8

4. 在村 / 居委会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 H3b、H4

5. 在县 / 县级市 / 区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 H5a

有= 1,无= 0

制度化政治参与总值 以上五项加和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清廉感知,使用 G3a 题项“您认为政府下列工作做得好不好?”的 06 题“廉洁奉公,惩
治腐败”测量。 题项原编码为“不好说= -1、很不好= 1、不太好= 2、比较好= 3、非常好 = 4”,将此题

项重新赋值,则题项成为用李克特 5 点正向计分,将“很不好、不太好、不好说、比较好、非常好”分别

编码为 1~ 5,得分越高代表被调查者的清廉感知越高(表 2)。
表 2　 清廉感知与政府信任涉及题项及变量解释

变量 题项 取值及解释

清廉感知 G3a. 06 很不好= 1;不太好= 2;不好说= 3;比较好= 4;非常好= 5

中央政府信任 F1a. 01

区县政府信任 F1a. 02

乡镇政府信任 F1a. 03

很不信任= 1;不太信任= 2;不好说=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5

总体政府信任 F1a. 01、02、03 中央、区县、乡镇政府信任值加和,取值范围在 3~ 15 之间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政府信任,选用问卷中的“F1a. 请问,您信任下列机构吗?”问题下的三个题项“01.
中央政府、02. 区县政府、03. 乡镇政府”来测量。 此题包含题项的原编码为“不好说= -1、很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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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太信任= 2、比较信任= 3、非常信任= 4”。 将选项重新编码,采用李克特 5 点正向计分,为“很不

信任= 1、不太信任= 2、不好说= 3(原-1)、比较信任= 4(原 3)、非常信任= 5(原 4)”,并将对政府信

任的评分加总,得到一个取值在 3~ 15 之间的新变量,即本文的中介变量“政府信任”。 得分越高表

示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表 2)。 政府信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 757。
4. 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籍六个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 具体操作情况见表 3。
表 3　

 

控制变量涉及题项及变量解释

变量 涉及题项 题项及变量解释

性别 A1b. 女= 0,男= 1

年龄

(出生年份)
A1c.

2003—2021 年(剔除,未成年);18 ~ 29 岁(1992—2002 年) = 1;30 ~ 39 岁

(1982—1991 年)= 2;40~ 49 岁(1972—1981 年)= 3;50 ~ 59 岁(1962—1971

年)= 4;60 岁及以上(1961 年及以前)= 5

受教育程度 A1d.
未上学 / 小学= 1;初中= 2;高中 / 中专 / 职高技校 = 3;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4;研究生及以上= 5

民族 A2 非汉族= 0;汉族= 1

政治面貌 A3. 中共党员= 1;共青团员= 2;民主党派= 3;群众= 4

城乡户籍 A4a.
农业户口= 0;非农业户口 = 1;居民户口→A4a1 村委会 = 0;居民户口→
A4a1 居委会= 1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 总体变量特征

表 4 为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

籍六方面。 可以看出,调查样本能够覆盖主要群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 4　 变量人口学特征

项目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女= 0 3

 

540 55. 7

男= 1 2
 

816 44. 3

年龄

1992—2002 年= 1 821 12. 9

1982—1991 年= 2 1
 

099 17. 3

1972—1981 年= 3 1
 

201 18. 9

1962—1971 年= 4 1
 

814 28. 5

1961 年及以前= 5 1
 

421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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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小学= 1 1
 

922 30. 2

初中= 2 2
 

053 32. 3

高中 / 中专 / 职高技校= 3 1
 

152 18. 1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4 1
 

153 18. 1

研究生及以上= 5 76 1. 2

民族
非汉族= 0 　 522 8. 2

汉族= 1 5
 

834 91. 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 　 672 10. 6

共青团员= 2 399 6. 3

民主党派= 3 11 0. 2

群众= 4 5
 

274 83. 0

城乡户籍
农业户口= 0 4

 

402 69. 3

非农业户口= 1 1
 

954 30. 7

　 　 2. 制度性政治参与情况

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有关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序号 项目
百分比(%)

参与 未参与
M±SD

1 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 1. 9 98. 1 0. 02±0. 137

2 出席政府部门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 2. 3 97. 7 0. 02±0. 150

3 参加所在村居 / 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 8. 8 91. 2 0. 09±0. 283

4 在村 / 居委会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 20. 0 80. 0 0. 80±0. 400

5 在县 / 县级市 / 区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 9. 7 90. 3 0. 10±0. 296

6 总体得分(以上五项加和) 1. 03±0. 707

　 　 在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情况并不乐观,各项制度化行为的人民参与率皆不高,除“在村 / 居委

会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外,其余四项的参与比例均未超过 10%。 参与比例最高的为“在县 / 县级

市 / 区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为 20%。 但其高比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研究将“ H3b:最近

一次未参与→H4:愿意在下次选举中参与”编码为“参与”。 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
民虽然有较高的参与意愿,但由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信息不全面、渠道不畅通或时间、地点等条件

有限制,无法在实际中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 另外,也有可能由于长久以来的观念习惯,民主意识

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政治离普通人很远”的想法降低或阻碍了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3. 清廉感知情况

人民对于政府清廉感知的情况如表 6 所示。 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对于政府的清廉程度整体评

价是积极和正面的。 有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比较好”,也就是对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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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工作表示认可。 选择“非常好”的被调查者比例居第二位。
表 6　 清廉感知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百分比(%)

很不好 不太好 不好说 比较好 非常好
M±SD

清廉感知 4. 1 13. 8 10. 0 50. 8 21. 2 3. 71±1. 072

　 　 4. 政府信任情况

公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总值如表 7 所示。 从具体数据来看,公众对于各级

政府的信任程度均集中在“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两个层次,总体得分为 12. 21 分(总体得分为三

项得分加和),尤其是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上,有高达 68. 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常信任”这

一最高的信任层次。 这说明现阶段我国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仍然存在,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程度处于较高层级,均值为 4. 59,区县政府信任则为 3. 93,乡镇政府信任仅为 3. 69。 随着行政层级

的降低,人民的政府信任感也随之降低,与西方国家的倒金字塔结构恰好相反[34] 。
表 7　 政府信任描述性统计分析

序号 项目

百分比(%)

很不信任 不太信任 不好说 比较信任 非常信任
M±SD

1 中央政府信任 0. 8 2. 7 1. 8 26. 6 68. 2 4. 59±0. 731

2 区县政府信任 3. 7 12. 9 4. 6 43. 8 35. 0 3. 93±1. 115

3 乡镇政府信任 6. 9 16. 9 5. 3 42. 0 29. 0 3. 69±1. 242

4 总体政府信任(以上三项加和) 12. 21±2. 589

　 　 (二)对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籍等作为控制变

量后,三个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呈显著正相关

(r = 0. 045,p<0. 001),清廉感知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 = 0. 421,p<0. 001),政府信任与政治参

与呈显著正相关(r = 0. 079,p<0. 001)。 因此,有必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各变量间的关系。
表 8　 对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政治参与 清廉感知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信任 区县政府信任 乡镇政府信任

政治参与 1. 000
清廉感知 0. 045∗∗∗ 1. 000

总体政府信任 0. 079∗∗∗ 0. 421∗∗∗ 1. 000
中央政府信任 0. 066∗∗∗ 0. 174∗∗∗ 0. 616∗∗∗ 1. 000
区县政府信任 0. 070∗∗∗ 0. 399∗∗∗ 0. 919∗∗∗ 0. 431∗∗∗ 1. 000
乡镇政府信任 0. 063∗∗∗ 0. 416∗∗∗ 0. 897∗∗∗ 0. 312∗∗∗ 0. 763∗∗∗ 1. 000

　 　
 

注:∗∗∗表示 p<0. 001;∗∗表示 p<0. 01;∗表示 p<0. 05。 下同。

(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为比较不同人群在政治参与、清廉感知与政府信任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与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籍几个主要人口学变量进行

检验。 分析结果如表 9—表 12 所示。 (1)在性别方面,男性的政治参与程度、中央政府信任水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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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女性,女性的乡镇政府信任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在清廉感知水平、总体政府信任与区县政府

信任上未呈现显著差异;(2)在民族方面,非汉族的政治参与程度与各级政府信任水平均高于汉族,
在清廉感知上未呈现显著差异;(3)在城乡户籍方面,城市户口的清廉感知水平与各级政府信任水

平均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在政治参与方面未呈现显著差异;(4)在年龄方面,高年龄人群呈现相对更

高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18~ 29 岁群体有更高的清廉感知水平与区县、乡镇政府信

任水平;(5)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清廉感知水平与政府信任程度呈现随学历升高的趋势,在政治参与

上未呈现显著差异;(6)政治面貌方面,共产党员的政治参与、清廉感知与各级政府信任水平均显著

高于群众,共青团员的清廉感知与各级政府信任水平显著高于群众,而政治参与水平显著低于民主

党派及群众。
表 9　 独立样本 T 检验

变量
性别 民族 城乡户籍

男 女 汉族 非汉族 农业 非农业

政治参与

M±SD 1. 11±0. 753 0. 96±0. 661 1. 02±0. 702 1. 12±0. 761 1. 03±0. 668 1. 01±0. 788
t 值 -8. 682 -3. 030 1. 033
p 值 0. 000 0. 002 0. 302

清廉感知

M±SD 3. 70±1. 097 3. 72±1. 051 3. 71±1. 067 3. 75±1. 128 3. 69±1. 119 3. 76±0. 956
t 值 0. 767 -0. 826 -2. 331
p 值 0. 443 0. 409 0. 020

总体政府信任

M±SD 12. 26±2. 579 12. 18±2. 597 12. 17±2. 598 12. 72±2. 432 12. 12±2. 670 12. 42±2. 384
t 值 -1. 158 -4. 906 -4. 284
p 值 0. 247 0. 000 0. 000

中央政府信任

M±SD 4. 68±0. 643 4. 51±0. 786 4. 58±0. 737 4. 69±0. 659 4. 57±0. 750 4. 62±0. 687
t 值 -9. 587 -3. 256 -2. 300
p 值 0. 000 0. 001 0. 022

区县政府信任

M±SD 3. 93±1. 149 3. 93±1. 088 3. 91±1. 120 4. 16±1. 032 3. 90±1. 152 4. 01±1. 024
t 值 0. 054 -5. 115 -3. 728
p 值 0. 957 0. 000 0. 000

乡镇政府信任

M±SD 3. 64±1. 304 3. 74±1. 188 3. 68±1. 243 3. 87±1. 217 3. 65±1. 290 3. 79±1. 120
t 值 3. 146 -3. 470 -4. 226
p 值 0. 002 0. 001 0. 000

表 10　 方差分析(年龄)

政治参与 清廉感知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 区县政府 乡镇政府

1. 18~ 29 岁 0. 84±0. 624 3. 82±0. 934 12. 50±2. 266 4. 51±0. 708 4. 11±0. 909 3. 88±1. 071
2. 30~ 39 岁 0. 89±0. 687 3. 63±1. 077 11. 99±2. 753 4. 42±0. 857 3. 88±1. 111 3. 69±1. 208
3. 40~ 49 岁 1. 07±0. 750 3. 74±1. 047 12. 22±2. 529 4. 56±0. 743 3. 95±1. 083 3. 70±1. 196
4. 50~ 59 岁 1. 10±0. 703 3. 71±1. 111 12. 12±2. 664 4. 63±0. 698 3. 88±1. 171 3. 61±1. 307

5. 60 岁及以上 1. 12±0. 701 3. 71±1. 107 12. 33±2. 567 4. 72±0. 632 3. 93±1. 170 3. 68±1. 300
F 值 37. 528 4. 130 6. 000 32. 223 7. 358 6. 639
p 值 0. 000 0. 00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多重比较

1 < 3 ∗;1 < 4
∗;1 < 5∗;2
< 3 ∗; 2 < 4
∗;2<5∗

1 > 2 ∗;1 > 4
∗;1 > 5∗;2
<3∗

1 > 2 ∗; 1 > 3
∗;1> 4∗;2<
3∗;2< 5∗;4
<5∗

1 > 2 ∗;1 < 4
∗;1 < 5∗;2
< 3 ∗; 2 < 4
∗;2 < 5∗;3
< 4 ∗; 3 < 5
∗;4<5∗

1 > 2 ∗;1 > 3
∗;1 > 4∗;1
>5∗

1 > 2 ∗;1 > 3
∗;1 > 4∗;1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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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方差分析(受教育程度)

政治参与 清廉感知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 区县政府 乡镇政府

1. 未上学 / 小学 1. 01±0. 640 3. 71±1. 172 12. 15±2. 799 4. 58±0. 799 3. 91±1. 204 3. 66±1. 338

2. 初中 1. 03±0. 661 3. 66±1. 077 11. 91±2. 646 4. 55±0. 764 3. 80±1. 157 3. 57±1. 265

3. 高中 / 中专 / 职高技校 1. 04±0. 769 3. 72±1. 051 12. 26±2. 508 4. 59±0. 709 3. 95±1. 063 3. 71±1. 198

4.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1. 04±0. 807 3. 79±0. 913 12. 76±2. 097 4. 66±0. 556 4. 18±0. 888 3. 92±1. 044

5. 研究生及以上 0. 99±0. 916 3. 97±0. 692 12. 99±1. 976 4. 71±0. 629 4. 25±0. 819 4. 03±0. 894

F 值 0. 469 3. 774 21. 900 4. 911 23. 033 17. 104

p 值 0. 759 0. 005 0. 000 0. 001 0. 000 0. 000

多重比较 ———

1< 4 ∗;1 < 5
∗;2< 4∗;2
<5∗;3<5∗

1 > 2 ∗;1 < 4
∗;1 < 5 ∗;2
< 3 ∗; 2 < 4
∗;2 < 5 ∗;3
<4∗;3<5∗

1 < 4 ∗;1 < 5
∗;2 < 4 ∗;3
<4∗

1 > 2 ∗;1 < 4
∗;1 < 5 ∗;2
< 3 ∗; 2 < 4
∗;2 < 5 ∗;3
<4∗;3<5∗

1 > 2 ∗; 1 < 4
∗;1 < 5 ∗;2
< 3 ∗; 2 < 4
∗;2 < 5 ∗;3
<4∗;3<5∗

表 12　 方差分析(政治面貌)

政治参与 清廉感知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 区县政府 乡镇政府

1. 中共党员 1. 52±0. 995 3. 93±0. 950 13. 07±2. 090 4. 77±0. 506 4. 24±0. 933 4. 06±1. 056

2. 共青团员 0. 86±0. 595 3. 83±0. 858 12. 89±1. 978 4. 66±0. 558 4. 22±0. 825 4. 01±0. 991

3. 民主党派 1. 36±1. 027 3. 91±0. 944 11. 64±3. 384 4. 27±1. 191 3. 73±1. 421 3. 64±1. 120

4. 群众 0. 98±0. 642 3. 68±1. 097 12. 05±2. 655 4. 56±0. 761 3. 87±1. 145 3. 62±1. 269

F 值 133. 385 13. 113 41. 440 19. 540 32. 065 33. 837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多重比较
1> 2 ∗;1 > 4
∗;2<3∗;2
<4∗

1>4∗;2>4∗ 1>4∗;2>4∗ 1 > 2 ∗; 1 > 3
∗;1>4∗;2>
4∗

1>4∗;2>4∗ 1 > 4 ∗; 2 >
4∗

表 13　 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政治参与

M1 M2

控制变量

性别 0. 070∗∗∗ 0. 071∗∗∗

年龄 0. 179∗∗∗ 0. 179∗∗∗

受教育程度 0. 028 0. 028
民族 -0. 043∗∗∗ -0. 043∗∗∗

政治面貌 -0. 204∗∗∗ -0. 201∗∗∗

城乡户籍 -0. 058∗∗∗ -0. 059∗∗∗

自变量 清廉感知 0. 043∗∗∗

R 0. 274 　 0. 277　 　

R2 0. 075 0. 077
调整后 R2 0. 074 0. 076

F 值 85. 663∗∗∗ 75. 407∗∗∗

ΔR2 0. 002
ΔF 12. 909

　 　 (四)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主效应

检验

由上述研究可知,清廉感知与政治参

与呈显著正相关(r = 0. 045,p<0. 001),因
此进一步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清廉

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 以制度

性政治参与为因变量,在回归分析第一层

设置控制变量,即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籍放到回归分

析的第一层(M1);其次将自变量清廉感

知放到第二层进行回归(M2)。
分析结果如表 13 所示:对比 M2 与

M1,在已设置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自

变量清廉感知后,清廉感知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β = 0. 043,p<0. 001),F 值在 0. 001 水平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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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结果表明,自变量清廉感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显著的,人民的清廉感知程度越高,其制度性

政治参与行为越多。
据此,本研究假设 1 得证,即公民清廉感知正向影响其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清廉感知越高,制

度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五)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中介效应的检验上,本文首先采用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逐步回归法,步骤如下:(1)检验自

变量(清廉感知)对因变量(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有,进行下一步;(2)检验自变量

(清廉感知)对中介变量(政府信任)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有,进行下一步;(3)将自变量(清廉感知)
与中介变量(政府信任)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检验两者对因变量(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
若两者的系数均显著,则该中介为部分中介;若自变量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系数显著,则该中介

为完全中介。 检验结果如表 14 所示。
表 14　 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变量
因变量:政府信任 因变量:政治参与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

变量

性别 -0. 010 -0. 002 0. 070∗∗∗ 0. 071∗∗∗ 0. 070∗∗∗ 0. 071∗∗∗

年龄 0. 042∗∗ 0. 045∗∗∗ 0. 179∗∗∗ 0. 179∗∗∗ 0. 176∗∗∗ 0. 176∗∗∗

受教育程度 0. 057∗∗ 0. 060∗∗∗ 0. 028 0. 028 0. 023 0. 024
民族 -0. 064∗∗∗ -0. 059∗∗∗ -0. 043∗∗∗ -0. 043∗∗∗ -0. 038∗∗ -0. 038∗∗

政治面貌 -0. 118∗∗∗ -0. 085∗∗∗ -0. 204∗∗∗ -0. 201∗∗∗ -0. 195∗∗∗ -0. 195∗∗∗

城乡户籍 0. 012 0. 004 -0. 058∗∗∗ -0. 059∗∗∗ -0. 059∗∗∗ -0. 059∗∗∗

自变量:

清廉感知
　 　 0. 417∗∗∗ 0. 043∗∗∗ 0. 014　 　

中介变量:

政府信任
0. 077∗∗∗ 0. 072∗∗∗

R 　 0. 159 0. 445 0. 274　 　 0. 277 0. 284 0. 284
R2 0. 025 0. 198 0. 075 0. 077 0. 081 0. 081

调整后 R2 0. 024 0. 197 0. 074 0. 076 0. 080 0. 080
F 值 27. 446∗∗∗ 223. 585∗∗∗ 85. 663∗∗∗ 75. 407∗∗∗ 79. 639∗∗∗ 69. 816∗∗∗

ΔR2 0. 173 0. 002 0. 006 0. 004
ΔF 1

 

365. 042 12. 909 40. 315 28. 401

　 　 第一步由模型 4 进行检验,可知清廉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政治参与( β = 0. 043,p<0. 001),因此,
假设 1 成立,即“公民清廉感知正向影响其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清廉感知越高,制度性政治参与的

可能性越大”。
第二步由模型 2 进行检验,可知自变量清廉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政府信任( β = 0. 417,

p<0. 001),因此,假设 3 成立,即“清廉感知正向影响整体政府信任,清廉感知水平越高,整体政府信

任程度越高”。
模型 5 表明,政府信任对制度性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 930,p<0. 001),因此,假设 2

成立,即“公民的政府信任程度正向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政府信任程度越高,政治参与可能

性越大”。
第三步由模型 6 进行检验。 模型 6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信任这一中介变量。 清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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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加入中介变量前,β = 0. 043,p<0. 001;加入中介变

量后,β = 0. 014, p > 0. 05),且政府信任对制度性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系数显著 ( β = 0. 072,
p<0. 001),F 值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由此假设 4 得证,即“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

介作用”,同时,政府信任为完全中介。
上述逐步回归法是在中介效应检验中较传统的做法,其局限性近年来受到了质疑与批评。 为

进一步保证本文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补充使用 Bootstrapping 法,同时进一步分解政府信任这

一中介变量的构成,分析人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实现 Bootstrapping 的检验。 在设定过程中,选择模型库中的

模型 4,设置自变量(清廉感知)、中介变量(政府信任)、因变量(制度性政治参与)及控制变量(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籍),将“Bootstrap
 

sample”设为 5
 

000,代表随机抽样

5
 

000 次,置信区间选择 95%。 检验结果如表 15 所示。
表 15　 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总体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Bootstrapping)

Direct
 

effect
 

of
 

X
 

on
 

Y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0. 009 0. 009 1. 046 0. 296 -0. 008 0. 026

Indirect
 

effect(s)
 

of
 

X
 

on
 

Y: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M 0. 020 0. 004 0. 013 0. 027

　 　 由表 15 可知,清廉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 c’ = 0. 009,p = 0. 296>0. 05,
95%CI =[-0. 008,0. 026],包含 0),其间接效应,即清廉感知通过政府信任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制度性

政治参与的影响显著(效应值 a∗b = 0. 020,95%CI = [0. 013,0. 027],不包含 0)。 综上可以得出,政府

信任完全中介清廉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关系。 据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4 再次得证,即“政府信

任在清廉感知与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探索政府信任的具体构成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政府信任还原为中央、区

县、乡镇政府信任,检验并行三重中介模型是否成立。 同样运用 Bootstrapping 进行检验,选择模型库

中的模型 4,分别将自变量(清廉感知)、中介变量(中央政府信任 M1、区县政府信任 M2、乡镇政府信

任 M3)、因变量(制度性政治参与)以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城乡户

籍)选入对应框内,将“Bootstrap
 

sample”设为 5
 

000,代表随机抽样 5
 

000 次,置信区间选择 95%,结
果如表 16 所示。

表 16　 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央、区县、乡镇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Bootstrapping)

Direct
 

effect
 

of
 

X
 

on
 

Y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0. 011 0. 009 1. 272 0. 204 -0. 006 0. 029

Indirect
 

effect(s)
 

of
 

X
 

on
 

Y: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TOTAL 0. 018 0. 004 0. 010 0. 025
M1 0. 005 0. 002 0. 002 0. 008
M2 0. 008 0. 005 -0. 002 0. 017
M3 0. 005 0. 005 -0. 004 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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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6 可知,在清廉感知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上,直接效应呈现结果不显著(效应值 c’ = 0. 011,
p = 0. 204>0. 05,95%CI = [ -0. 006,0. 029],包含 0);在间接效应方面,中央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显

著(效应值 a1 ∗b1 = 0. 005,95% CI = [0. 002,0. 008],不包含 0),区县政府信任(效应值 a2 ∗b2 =
0. 005,95%CI = [ - 0. 002,0. 017],包含 0),与乡镇政府信任( 效应值 a3 ∗ b3 = 0. 005,95% CI =
[ -0. 004,0. 015],包含 0)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假设 4. 1 成立,即“中央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

参与中起中介作用”,而假设 4. 2“区县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与假设 4. 3
“乡镇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中起中介作用”不成立。 据此,可以认为在清廉感知对制度

性政治参与的影响中,政府信任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中央政府信任为政府信任的主要中介效应

来源。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实证考察清廉感知对于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验证人民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及其对于制

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探究影响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
1. 现状及差异分析结果

结论有三:(1)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整体参与率较低,大多不超过 10%,在性别、民族、年龄、政
治面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清廉感知方面,整体评价较高,得分为 3. 71 分,在城乡户籍、年龄、受
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政府信任方面,总体信任水平较高,在性别、年龄、民族、
城乡户籍、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2. 假设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清廉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有着显著正向影响(H1);清廉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

任(H3);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政治参与(H2);政府信任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H4),且展现出完全中介效应。 其主要作用逻辑符合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框架。 (1)人民的

清廉感知水平是政府的行为作风等在人民心中的映射,是一种由周围环境信息引起的“刺激”。 (2)
廉洁政府能够塑造起人民心中可靠有为、重视民意的政府形象,一个清廉的政府形象能够构建人民

接触政府、接触政治的正向的心理基础,让人民在对政府、政治的有关事件上产生积极的态度。 (3)
由我国政府传达出的反腐倡廉的决心使得人民能够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使得人民在考量制度性

参与政治时,会认为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使自己从参与政治中获益,从而产生行动的意愿。
更进一步地,在外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参与政治的意愿能够转化为实际上做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

行为。
3. 在政府信任对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中,中央政府信任起主要作用

研究结论有四:(1)反腐倡廉的决心、新闻多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传达出来,代表中央政府这

一层级,与已有研究发现的我国在人民政府信任上存在的层级性分化倾向[35] 相结合,加强了“央强

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 (2)人民日常接触的是基层政府,而目前基层腐败尚未被完全消除,基层腐

败才是人民接触的腐败,是眼中可见、心中可感的腐败,就算有正向的反腐案例报道,也与人民的自

身感受存在落差,这就使得信任的差序格局进一步被强化。 (3)在反腐成效的宣传上,由中央小组

进行领导的成功反腐事迹更易于被官方的、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大规模报道,地方主导的反腐

38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5 期　 　 　

事迹难以得到广泛宣传,可能使得央地信任水平产生较大差异。 (4)从报道出的反腐案例中,可以

看出基层腐败的扎根较深、固化较重,以至于只能由中央督查组来到地方进行查处,2023 年大火的

《狂飙》电视剧剧情便是以此为背景展开,其典型性可见一斑。 这就加大了政府信任差序格局存在

的可能性,使得在清廉感知对于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作用路径中,仅有中央政府信任程度能够对其产

生完全中介作用。
(二)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研究可知,制度性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制度性政治参与会受到渠道、信息等外部因素的多种影响,
而清廉感知作为个体对于政府形象的评价体现于对工作作风的直接感受,通过改变个体对于中央

政府的信任程度,可对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从本研究发现的影响路径来看,要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首先需要建设更为便捷通畅的政治参与渠道,引导公民在实践中加强制度

化政治参与,并从打击贪污腐败、塑造廉洁奉公的政府形象出发,提升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推进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1. 拓宽参与渠道,提升参与效能

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不仅能够提升居民政治参与水平,还能够提升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居

民理性的利益要求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如果能通过对政治参与的通道进行畅通,就可以

发挥出极大的激励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效果,以此方式来提升政治参与的主体广泛性和结果有

效性,以促进政策从制定到实施落地的一系列过程中效能的提升,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要
从拓宽公民的参与途径、创新公民的参与模式、加强和完善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

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在制度性政治参与过程中,区县、乡镇政府要提高意识,切实保障居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从人

民的角度去处理人民所面对的问题,使人民的政治参与不至于流于形式。 政府应当着力加强开展

民主评议、促进政务信息公开,鼓励群众积极、自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在重要问题的商议及

基层选举投票等过程中给予人民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积极性,建立政府与

人民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作为政治参与的另一重要方式,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虽然拓宽了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利

益诉求的渠道(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参加线上、线
下集体性维权行动等),但也存在着一些的不利因素,如冲突性相对较高、参与程序不规范、问题解

决不及时等。 正因如此,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及时引导人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和

程序化、秩序化的途径,对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合理的表达。 另外,政府也应尽早建立健全回应机

制,使得公民的此类政治参与活动能够得到即时的回应。 政府应主动公开信息,维持与人民群众的

良性沟通,让人民能够了解公共事务进展,通过公开化、制度化的渠道,保证群众能够自由、有序地

对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表达。 将信息公开机制作为一座桥梁,能够促进人民对政府的理解与了

解,使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为紧密。
2. 提升政治素养,增进公众了解

提高公众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了解,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1)通过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

及,增强群众的参政意识,增强群众的参政能力。 要加强对社区的宣传,并综合运用政府、媒体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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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途径,让社区中的居民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有更深的理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主体地

位,从而提升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民主权力。 (2)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知

识及政治参与技巧,以防止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及技巧而造成的对参与的排斥及忽视。 要想实现这

一目标,就必须提升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提升政治认识,加强政治参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人民

可以有序地进行参与活动。 充分调动人民的参政热情,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因此,国家应该加强

对人民群众的财政支持,加速改进教育的软硬性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地推动构建起一套完

善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从而使人民文化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 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教育和训

练,从根本上提升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进而提升人民的民主观念,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

运用有效的方法进行政治参与。 (3)要积极让党员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过程中,共产党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高党员的政治参与素质,并在此基础

上不断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
3. 打击贪污腐败,宣扬反腐成效

提高清廉感知,要在反腐上做出成效,并利用各种方式治理腐败。 首先,从机构、体制改革开

始,强化对纪委和监察部门的横向问责体系建设,对在体制内公务人员进行经常性的纪律检查,防
止贪官污吏因为任人唯亲而被包庇。 其次,从法律上讲,要建立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严格执行各项

规章制度,对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肃的惩处,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约束当权者的权

力,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 再次,在监察制度的构建方面,要监督权力的运行,把权

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对贪污案件进行公示性的、公开性的解释,并在监察制度中引入人民群众

的监察,确保人民群众对贪污案件举报渠道的通畅。 最后,提高人民风险抵御能力,加强政治表达、
维护政治利益,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反腐倡廉,不仅要“反”,更要“倡”。 人民清廉认知的主要源泉就是媒体报道,对清廉感知产生

极大的影响效果。 因此,要加强新闻媒介对反腐案件的宣传,不仅要严格避免信息的失真传播,更
要对反腐新闻进行丰富、精准地个性化投放[36] ,通过客观、全面但又能让人民群众有兴趣对廉政文

化进行了解的方式,引导人民积极的反腐心理,着手进行清廉感知管理。
另外,地方反腐案例的宣传要更为注重真实客观,贴近生活。 由于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密切接

触,同时又是政府执行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报道稍有偏离就会与人民切身经历有落差,或与中央精

神产生差距,致使人民的疏离感与被剥夺感增强,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破坏[37] 。 因此在宣传地方反

腐事迹时,务必呈现详实客观的资料信息,紧贴民生。
通过打击腐败现象、全面宣扬反腐成效,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能够在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

牢牢树立党和国家的良好形象,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水平。
4. 加强形象塑造,提升公信力水平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显示了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凝聚力和感

召力,整个社会在有公信力政府的引导下,会形成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氛围,构建起良好的社会

秩序。
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要通过以下几点来改进:(1)以多种平台媒介的建设为依托,推进政务信息

公开透明化。 信任来源于了解,公开透明的信息数据能够促进政民互动,进而增强政府信任[38] ,因
此保障人民知情权与监督权是促进政府信任水平提升一大重要方向。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互联网

58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5 期　 　 　

时代下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政府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人民的思考,关心人民的

关心,才能确保政民关系的强可持续性。 以电子政务平台、融媒体、数字技术等各类新技术手段为

依托,将与公众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公示,并提高回应性,及时处理公众诉求,以此根

本上提升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2)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能力。 在公共危机的应对上,应
加快对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按照危机发生的前、中、后三大时间节点进行相应的危机管理,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尽快疏导公众可能存在的恐慌,详细阐明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免造成社会秩序

的混乱。 而针对网络谣言,政府应以最快速度出面澄清,打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壁垒,建立起

双向沟通渠道,以有温度、有真情的沟通策略,塑造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府形象,从而提升人民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39] 。

六、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如下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首先,清廉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制度性政治参与,而

是通过中央政府信任这一变量的完全中介效应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 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框

架,即计划行为理论。 清廉感知(自变量)作为个体的一种主观规范,体现了进行接触政府这一行为

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人民对政府的清廉感知程度越高,在做出接触政府的有关行为时感受到的

压力越小。 其影响体现在人民对于政府态度的积极与否,即政府信任程度(中介变量)的高低,并进

一步作用于行为意向,在本文中体现为制度性政治参与(因变量)。
其次,政府信任存在着差序格局,即存在“人民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对区县、乡镇政府信

任程度依次降低”的趋势。 其可能原因是:(1)在接触到的信息方面,由于地域影响,随着政府层级

的降低,非官方流传的不利于政府信任的信息可能增加,如小道消息,更可能存在真假参半的情况。
而对于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所接触的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信息多来源于官方媒体,相对更具有权威

性与真实性,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信任的差序[40] 。 (2)已有的研究发现,人民与政府

的接触频率升高、程度更为深入,其接触的与基层政府相关的负面事件也相对更多,由归因理论可

知,当进行外部归因时,会将负面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有关政府的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其对政府的客

观公正评价[41] 。
最后,从已被验证成立的假设 4 看来,整体政府信任完全中介于清廉感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的

影响。 作为构成整体政府信任这一变量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信任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然而,构成

整体政府信任的乡镇、区县政府信任对清廉感知对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则显示不显著。 笔者推测,
由于问卷题项限制,清廉感知未区分政府层级。 但由于反腐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一级,而反腐这一

行为的发起方通常为中央政府,因而提到“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时,其评价的主体更多是针对于中

央政府,也因此,仅有中央政府信任作为清廉感知与制度性参与的中介变量时,假设能够成立,而对

于区县、乡镇政府则不成立。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清廉感知与政府信任各层级的水平进行

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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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build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e
 

expansion
 

of
 

people􀆶 s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ans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people􀆶 s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paths
 

of
 

action.
 

People􀆶 s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perceived
 

honesty
 

and
 

integrity
 

as
 

the
 

people 􀆶 s
 

direct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
 

style
 

of
 

work
 

and
 

imag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trust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government􀆶 s
 

credibi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people􀆶 s
 

political
 

life 
 

which
 

may
 

all
 

have
 

an
 

impact
 

on
 

people􀆶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SS 
 

and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erceived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pecifically 
 

the
 

action
 

path
 

of
 

perceived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ther
 

government
 

trust
 

is
 

a
 

part
 

of
 

the
 

path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eople􀆶 s
 

trust
 

in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whether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ath.
 

By
 

using
 

SPSS
 

and
 

Process
 

plug-in
 

to
 

analyze
 

and
 

test
 

the
 

data 
 

this
 

study
 

draws
 

the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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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1 
 

The
 

level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perception
 

positively
 

affects
 

people􀆶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2 
 

The
 

level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perception
 

positively
 

affects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trust 
 

3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trust
 

positively
 

affects
 

people􀆶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4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trust
 

plays
 

a
 

fu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esty
 

and
 

integrity
 

perce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5  
 

There
 

is
 

differential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 
 

with
 

the
 

level
 

of
 

people 􀆶 s
 

trust
 

increasing
 

in
 

order
 

from
 

local
 

to
 

central
 

government 
 

6  
 

In
 

the
 

fully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trust 
 

it
 

is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that
 

plays
 

the
 

main
 

rol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furth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nhanc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public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 s
 

image
 

building 
 

with
 

a
 

view
 

to
 

perfecting
 

the
 

various
 

chains
 

of
 

participation 
 

thus
 

enhancing
 

the
 

citizens􀆶
 

sense
 

of
 

anti-corruption 
 

honesty
 

and
 

integrity 
 

narrow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promoting
 

the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and
 

thus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two
 

macro
 

issues
 

of
 

anti-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government
 

trus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t
 

the
 

micro
 

individual
 

level.
 

Theoretically 
 

it
 

is
 

a
 

new
 

attempt
 

to
 

enric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its
 

path
 

construction 
 

practically 
 

it
 

is
 

a
 

new
 

landing
 

point 
 

providing
 

certain
 

revelatory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realistically 
 

there
 

i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macro-issues
 

of
 

anti-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both
 

of
 

which
 

together
 

serv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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